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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采用OECD政策体系，从时间维度对比分析了美国、欧盟、日本、韩国及我国2003-2014年农业支持政策支持水平及结构变化规律。研究结果有利于比较发现我国农业支持政策存在的不足，并借鉴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经验，为调整、优化我国农业支持政策提供参考。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农民得到政府的政策支持相对较少，且我国农业的产出没有正向地用于对农业的投入；我国农业支持是以PSE政策为主，而在PSE政策中主要是以MPS为主，且使用比例还在不断上升。结合各国农业支持政策经验和中国农业发展现状，建议减少公共储备、MPS等方面的支持，继续加大农业支持总量，适当增加PI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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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tilizing the agricultural policy system of OECD, this paper compares and analyzes the change rule of the level and structure for agricultural support policy amongst the United States, the European Union, Japan, Korea and China in 2003-2014 from the time dimension. The results of the research are beneficial to find out the insufficient of agricultural support policy in China, and learn from the experience of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or regions in order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adjustment and optimization of agricultural support policy in China.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farmers get the government's policy support is relatively small, and the output of our country's agriculture doesn't be used for agricultural input positively. China's agricultural support mainly uses PSE policy, especially MPS, which proportion used is still rising. Combined with the experience of agricultural support policy in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it is recommended to reduce the agricultural support of public reserves and MPS, continue to increase the amount of agricultural support, and appropriately increase the agricultural support level for PI and infra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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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普遍高度重视农业的发展[1]。实践中，各国或多或少地都会对本国农业采取支持和保护措施，尤其是发达国家建立完善的农业支持政策体系[2]。我国是农业大国、人口大国，党和国家高度关注“三农问题”。从2004年至今已连续十三年发布了以“三农”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出台了一系列惠农强农政策，不断加大农业方面的国家财政投入。其中，2015年中央财政预算安排用于“三农”的支出已经达到12286.6亿元。但是，在当前农业生产成本不断上升、农业比较效益持续下降、资源环境压力日益趋紧的新形势下，我国农业支持政策已经难以适应农业发展的新挑战新要求。分析比较中美欧日韩农业支持水平及政策结构，可以借鉴发达国家或组织的政策经验，调整与优化我国农业支持政策，正确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提高农业支持的精准性、指向性、可操作性，发挥财政补贴资金更大效益。
1 农业支持政策研究概述
农业支持是一国为了保障其国民经济稳定协调发展、社会和谐安定和生态环境平衡友好而对农业实施的一系列支持措施的总和。农业支持政策使用手段：主要利用政府的公共预算支出、转移支付和信贷支出等财政性调控，以经济范畴干预农业生产、流通和分配关系，影响农产品供给，增加农业生产者的转移性收入[3]。发达国家更加注重农业政策倾斜与投入相结合的政策模式，而且在WTO规则约束条件下，农业支持形式和种类日益多元化[4]。
相关研究方法方面，侧重通过设计测定农业支持水平的衡量指标体系，并在一般均衡和局部均衡理论基础上构建数理经济模型，模拟农业支持政策作用机理，测定农业支持政策实施效果，衡量农业支持政策造成的市场扭曲程度及社会福利损失[4]。早期广泛应用的农业支持水平衡量指标主要为名义保护率(NRP) [5]、有效保护率(ERP) [6]，用于测算关税对农业保护的程度。后期常用来测度农业支持政策支持水平的指标主要为生产者补贴等值方法(PSE)、综合支持量(AMS)。在农业支持政策实施效果的模拟分析方面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例如，OECD[7]运用政策估计模型(policy evaluation model, PEM)对各种补贴政策的经济效应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要素投入补贴对产量的扭曲作用很小。Rossi等对美国棉花生产的投入要素补贴及其多重经济效果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灌溉补贴能显著地降低生产成本[8]。20世纪90年代后注重贸易自由化背景下的农业支持政策改革研究。
农业支持政策国内外比较也有较多文献研究。有单独就某一国家的农业支持政策情况进行分析的，主要是以美国[9,10]、日本[11]等发达国家及巴西[12]、南非[13]等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支持政策对中国的启示进行研究；也有对几个国家农业支持政策进行比较分析[14]，但少有就国家间具体政策结构使用情况进行定量对比分析。
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的农业支持政策，农业支持水平不断增加，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的发展。然而我国目前的农业支持政策远未能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15]，单独就我国农业支持政策进行分析很难发现存在的问题，而美日欧三大经济体在多年的农业支持政策实施改革中已取得了一定的经验[16,17]。借鉴他们的成功经验，有助于找出我国农业支持水平及政策结构存在的不足。所以本文选用美国、欧盟、日本以及同我国一样是小农经济的韩国进行比较分析，以期更好地反映出我国农业支持所处水平及结构的不足。
目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世界贸易组织（WTO）分别创建的农业支持政策评价指标体系是国际社会公认比较权威的。OECD主要是从“受支持的对象”的角度对一国农业支持政策进行分类[18]，而WTO主要是从农业支持政策是否对农产品国际贸易造成扭曲的角度进行分类[19]。相对来说，OECD包含的政策范围更全面，能更好全面地反映农业支持水平及其结构状况，所以，本文在研究各国农业支持水平及结构变化时采用的是OECD的指标体系。OECD组织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研究其成员国的农业政策变化，从1987年创建农业支持政策评价体系以来，OECD对农业支持政策评价体系经历了两次调整，四个版本。第四版（2015）OECD农业支持指标体系将对于农业支持估计值总量（Total Support Estimate，TSE）分为三类，即生产者支持估计值（Producer Support Estimate，PSE）、消费者支持估计值（Cosumer Support Estimate，CSE）和一般服务支持估计值（General Services Support Estimate，GSSE）[20]。

本文采用的数据均来自于OECD数据库[21]。由于OECD数据库中数据只更新到2014年，为了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及研究的准确性，本文仅采用2003-2014年期间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消费者支持估计值是指每年由于农业政策的实施而使得消费者获得的转移支付。当这一指标数值为正数时，说明农业消费者得到了来自农业生产者的补贴；若这一数值为负，说明消费者向农业生产者提供转移支付，政府向消费者征税。本文主要从生产者的角度来分析农业支持政策水平及其结构，仅仅考虑生产者支持估计值、一般服务支持估计值、支持估计值总量三个指标。
2 各国农业支持水平比较
2.1生产者支持估计值百分比（%PSE）变动
生产者支持估计值是指由实施农业政策措施产生的，每年由消费者和纳税人转移到农业生产者的价值总值。PSE包含基于商品产出的支付（本文涉及到这部分只包含市场价格支持，即MPS）、基于投入使用的支付（PI）、与产量挂钩的基于本期耕种面积/牲畜数量/所得收益/收入总额的支付（PC）、与产量挂钩的基于非本期耕种面积/牲畜数量/所得收益/收入总额的支付（PHR）、与产量不挂钩的基于非本期耕种面积/牲畜数量/所得收益/收入总额的支付（PHNR）、基于非商品标准的支付（PN）、杂项支付（PM）等七大部分。%PSE表示的是PSE在全部农产品产值中的百分比，衡量的是农业支持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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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03-2014年五个国家（地区）%PSE变动情况
从图1可以看出，日本和韩国%PSE相对较高，2003-2014年两国%PSE均值分别为52.10%、53.27%，远远高于中国的11.99%。2003年以来，欧盟和美国%PSE普遍在下降，欧盟下降幅度尤为明显。中国在2004年开始在部分省开展免征农业税改革试点，到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以及四补贴在这期间逐渐使用，大大减轻农民负担。因此，2004-2006年间中国%PSE逐年上升，2007-2008这两年%PSE有所下降。不过，从2009年开始又开始波动上升，说明政府对农民的支持在增加。但是和其他国家相比，特别是同我国一样是小农经济国家的韩国和日本相比较，我国%PSE还是太低，仅只有他们%PSE的五分之一。我国农民的收入中，只有十分之一来自政策的支持，说明我国农民得到政府的政策支持还是太少。
2.2 一般服务支持估计值百分比（%GSSE）变动
一般服务支持估计值是衡量政府对农业部门实施的公共性服务政策而引起的价值转移，这类政策的支持对象不是农户本身，而是集体农业。一般服务支持最终会对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造成一定的影响，但并不会对农民的收入或费用产生直接的影响[5]。GSSE包括农业知识与创新体系（合并第三版的研究与开发、农业学校两项）、检验与控制、基础设施的开发与维护、营销推广、公共储备、杂项。%GSSE表示的是GSSE占TSE的比重，%GSSE值越小，说明农业支持政策对农产品生产者的生产行为影响越大，农产品贸易扭曲程度越高[22]。
从图2可以看出，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的%GSSE相对较低，美国的%GSSE在10%上下波动，欧盟的%GSSE呈现出小幅度波动上升的趋势，而日本、韩国是在波动下降；中国的%GSSE在不断波动，但总体可以看出是呈下降趋势，说明近年来我国实施的农业支持政策对农业生产者的生产行为影响越来越大，对农产品的贸易扭曲也越来越高。


[image: image2.emf]0%

10%

20%

30%

40%

50%

60%

200320042005200620072008200920102011201220132014

美国欧盟日本韩国中国


图2 2003-2014年五个国家（地区）%GSSE变动情况
2.3 支持估计值总量百分比（%TSE）变动
支持估计值总量是指农业生产者每年从纳税人那里得到的全部的转移支付。农业支持估计值总量包括生产者支持估计值、一般服务支持估计值和消费者支持估计值中由纳税人转移支付给消费者的那部分。另外，%TSE这一指标是TSE占GDP的比重，用来衡量国民收入中用于对农业的投入量。
各国%TSE变动情况如图3所示。美国、欧盟、日本这三个发达国家（地区）的%TSE较为稳定，都比较低，特别是美国，平均在0.74%左右，欧盟平均为0.89%，日本平均为1.18%。韩国2005年才正式加入发达国家名单，发达程度不如上面三个国家（地区）。同中国一样，韩国%TSE都较高，但从总的趋势上来看，韩国的%TSE在逐渐下降，从2003年的3.01%下降到2014年的1.80%；中国除2008年以外，%TSE都基本上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在2.35%左右。但是比较%TSE和农业占整个GDP的比重来看，美国、欧盟、日本、韩国这四个发达国家早在2012年农业占其整个GDP的比重就分别只有1.2%、1.8%、1.1%、2.7%；而中国2014年农业占整个GDP的比重为9.2%，远大于当年的%TSE（2.35%），说明我国农业的产出没有正向地用于对农业的投入，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的农业支持水平同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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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003-2014年五个国家（地区）%TSE变动情况

3 各国农业支持政策结构分析
3.1 农业支持政策结构概况

根据国家的国情不同，各国在使用政策时的侧重点也不尽相同，2003-2005和2012-2014年各国农业支持政策使用结构如图4所示。美国对PSE政策使用的比重在下降，转为以使用CSE政策为主，美国也是使用CSE政策比重最大的国家。欧盟、韩国、日本和中国都是以使用PSE政策为主，且使用的比重都在80%以上，不同的是欧盟对于PSE政策的使用有所减少，而日本、韩国及中国使用PSE政策所占比重还在增加，说明这几个国家实施的支持政策对农产品生产者的生产行为影响在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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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2003-2005和2012-2014年五个国家（地区）的农业总支持结构
3.2 生产者支持估计值（PSE）政策结构
从图5可以看出，欧盟、美国、日本对于MPS的使用比重在明显下降，但日本仍是以使用MPS为主，中国、韩国也以使用MPS为主且比重增加明显，说明目前日本、韩国以及我国仍是以实施农业高保护、高补贴政策来保障增加农民的收益和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欧盟、日本、韩国逐渐偏向使用PHNR政策，而美国和中国更偏向PC这类与产量挂钩的政策。美国、欧盟及韩国在PI方面的支出在明显增加，而我国在这方面的支出在剧减，这方面的支出减少，不利于我国推广使用农业新技术、新产品，不利于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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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2003-2005和2012-2014年美国、欧盟、日本、韩国、中国的PSE政策结构
3.3 一般服务支持估计值（GSSE）政策结构
从图6看，目前对公共储备支出的比重我国最高，其次是韩国，而日本、欧盟、美国这三个国家（地区）对公共储备的支出比重非常低并且还呈现出减小趋势。从这五个国家（地区）的发达程度来看，越发达的国家（地区）对公共储备的支出比重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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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2003-2005和2012-2014年美国、欧盟、日本、韩国、中国的GSSE政策结构
对基础设施开发与维护的支出比重最高的是日本，韩国第二，接着是中国、欧盟，最低的是美国，中国对基础设施开发与维护的支出比重处于中间位置，然而中国农业发展水平是这几个国家当中最低的。从这五个国家（地区）在基础设施的支出比重方面，可以看出随着农业的发展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日本对基础设施的支出比重在2006年（87.41%）就已经达到最高，近年来对基础设施支出的比重虽高但在逐渐下降；欧盟对基础设施的支出比重已经在逐年下降；美国对基础设施的支出比重保持在较低水平。现实社会也可以解释这一规律，在农业发展初期，需先对农业基础设施进行大量投资，当基础设施建设到一定程度上支出比重下降，最后保持在一定的维修和改善农业基础设施的支出水平上。我国近年来对基础设施的支出比重平均占到32.16%，但是与日本2006年的87.41%相比，还相差甚远。

对于检验与控制，这五个国家（地区）的支出都不太高但支出比重在上升，说明各国近年来都比较重视农产品质量安全。
对农业知识与创新体系的支出比重最高的是欧盟，其次是美国，接着是中国、韩国、日本。各国家对这方面的支出占比都不低且都处于上升的趋势，说明各国都比较注重农业创新、研发和农民培训。我国是农业大国，同时我国也是农业人口大国，特别是正直现代农业发展时期，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已经不能满足新兴农业的发展，所以我国在对农业研发、创新、农民培训这些方面的支出很有必要，有利于增加从事农业生产经营人员的现代农业知识，推进现代农业的发展。
营销推广解决的是产后农产品销售问题，目前对营销推广支出的比重较高的是欧盟和美国，接着依次是韩国、中国，日本最低，这五个国家（地区）在对营销推广支出的比重方面都大体上呈现上升趋势。可以看出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基础设施的健全，农业的重点会逐渐放在农产品的销售环节上。
4 结论与分析

本文从时间角度对比分析了美国、欧盟、日本、韩国及我国农业支持水平及政策结构变化。分析结果表明：
（1）在农业支持水平方面，我国%PSE在增加，但是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PSE值还是太低，说明我国农民得到政府的政策支持还是太少。我国%PSE值在这几个国家当中较高，但比较%TSE和农业占整个GDP的比重来看，我国农业占整个GDP的比值远大于我国的%TSE，而其他4个国家（地区）两值相近，说明我国农业的产出没有正向地用于对农业的投入。

（2）农业支持政策结构方面，除美国逐渐转以使用CSE政策为主外，包括中国在内都是使用PSE所包含的政策措施为主，欧盟对于PSE政策的使用有所减少，日本、韩国以及中国使用PSE政策所占比重都还在增加，说明这几个国家实施的农业支持政策对农产品生产者的生产行为影响还在加大。
（3）从PSE政策使用结构来看，日本和韩国的PSE政策支开明显以MPS为主，但日本比重有下降趋势，韩国的还在上升；我国的PSE政策支开也是以MPS为主。说明日本、韩国以及我国仍是以实施农业高保护、高补贴政策来保障增加农民的收益和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而我国在PI方面的支出明显减少，这不利于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
（4）从GSSE政策使用结构来看，依据比较的四个发达国家的经验，我国应减少对公共储备的支出，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支出，待到农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农业的重点应逐渐放在农产品的销售环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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